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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地名文化景观空间

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涂平，周千千

（福州大学 数字中国研究院，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２）

摘要：　以福州市为研究区域，按照地名反映出的自然及人文特征进行统计分类，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与地

理探测器定量分析地名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自然与人类景观类地名的空间分布非随机且呈

显著的集聚模式，形成“中部高、外围低”的核密度分化特征；对地名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从高到底排序依次为

文物古迹数量、人均ＧＤＰ、人口密度、城镇化率、年均降水量、坡度与路网密度；地名的空间分异受到自然生存

环境与社会人文活动的综合约束作用，其中，文物古迹数量与人均ＧＤＰ的交互占据主导约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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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作为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空间特征不仅反映了人口分布和集聚数量，其命名方式更是

与自然地理环境、社会风俗文化密切相关［１］．地名代表的不仅是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还蕴含着诸

如生存环境、历史变迁、民族文化、社会沿革等一系列纷繁的自然信息与人文因素，储存着地域自然特征

及人地关系演化等重要文化景观信息．然而，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隐含着地方文化的历史地名并未

得到很好的延续与传承，反而在资本、商业文化的博弈中始终处于劣势．福建省福州市作为拥有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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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市之一，在接纳与融合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对本土地名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也应

予以高度重视．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地名文化开展了一系列的

研究．利用统计分类与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地名的空间格局是当前的研究热点

之一，王法辉等［２］借助空间可视化技术直观显示了壮语地名集中程度，利用回归分析，从地名角度分析

广西逐渐走向壮、汉杂居的历史过程；王彬等［３］将广东地名层按语种分层，从时间、空间、形成原因３个

维度探讨了广东地名层语言文化景观中所蕴含的历史记忆；陈晨等［４］运用ＧＩＳ技术中的核密度分析法

与地学统计的方法，将地名进行分类与空间表达，对研究明清时期北京文化、历史、经济发展有重要意

义；张生瑞等［５］基于中国跨省界自然地理实体地名，从数量特征、空间差异性和空间自相关３个方面探

讨地名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由行政分割所引起的管理问题．在地名成因的研究中，考虑

到环境、文化、历史等多方面因素对地名形成的综合约束，不同区域的地名成因都存在着显著差异．在研

究过程中，学者们大多是在分析地名空间特征的基础上，对地名成因进行深层次的探究，其中，影响地名

的主要成因有自然地理环境、宗教信仰文化、移民区际融合及地缘政治变化等［６１１］．部分学者还意识到

权力与资本对地名变迁、地名消亡的重要影响，从批判地名学的视角对地名的变迁及命名方式进行文化

政治阐释［１２１５］，在探讨现代地名所迎合的时代诉求与文化的过程中，也兼顾了历史文化地名的科学保护

与传承．总体而言，当前地名的研究类型主要有城市地名、乡村地名及岛屿地名
［１６２０］，研究内容主要集中

在地名的起源与变化、地名的空间格局与变迁、地名内含的民族语言与语义关联及地名的生成机制

等［２１２６］．地名作为承载着城市历史文化的物质空间的代码，其形成与演变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当前对于地名影响机制的研究大多是理论分析或是半定量的描述，而对地名影响因素系统的定量

分析却尚不多见．因此，利用ＧＩＳ技术和定量方法对地名景观进行文化解释，有助于推进自然科学与人

文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鉴于此，本文基于福州地名数据，利用数理统计与ＧＩＳ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分析地名的空间特征及分布规律，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定量分析地名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以期通过地名

文化揭示其中蕴含的自然地理特征与历史文化内涵．

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影响因素的选取

地名作为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的文化造物，其空间分布及成因受到多维度影响因素的综合约束作

用．目前，在地名影响因素解释的研究中多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主要影响因素有城镇建设、交通条件、

生活方式、历史文化、资本权利等［２７２９］．

在此基础上，从自然生存环境、社会人文活动２个维度选取影响因素指标并进行定量分析，具体指

标选取如下．

１）在自然生存环境方面，仅选取定量指标刻画某一区域的地形特征与资源禀赋．采用坡度（犡１）反

映地形特征，年均降水量（犡２）反映资源禀赋特征，利用地域自然因素探究生存环境对地名的影响程度．

２）在社会人文活动的影响因素选取中，考虑到在城镇化及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背景下，会产生大

量以房地产、政府规划序列等命名的街巷道路名称，选取人口密度（犡３）、城镇化率（犡４）、路网密度

（犡５）、人均ＧＤＰ（犡６）４类影响因素衡量一个区域的发展程度，分析人类活动频繁程度对地名文化的影

响．由于传统的文化因素难以用定量指标直观衡量，因此，通过百度地图应用程序接口提取并统计区域

内文物古迹的兴趣点（ＰＯＩ），将其作为文物古迹数量（犡７）影响因素，以此客观反映历史上的社会人文活

动繁荣程度．

在指标筛选过程中，先通过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测定每个地区的指标是否与该地区地名密度显著相

关，验证利用该影响因素建模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再利用多重共线性检验剔除方差膨胀因子（犉ＶＩ）具

有冗余性的指标变量．由于指标间的量纲具有差异，对指标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后，运用客观赋权

法中的熵值法对各指标赋权以减少在指标选取中人为的主观随意性．最终构建的影响因素检验表，如表

１所示．表１中：表示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表示０．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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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影响因素检验表

Ｔａｂ．１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维度 影响因素 相关度 犉ＶＩ 指标权重

自然生存环境
坡度（犡１） 　０．５１２ ３．７８１ ０．１６０

年均降水量（犡２） ０．２４０ ２．４５１ ０．１３０

人口密度（犡３） －０．７８３ ３．６４６ ０．１７５

城镇化率（犡４） －０．７４７ ３．２４８ ０．１０９

社会人文活动 路网密度（犡５） －０．７２８ １．０３４ ０．１９２

人均ＧＤＰ（犡６） －０．６４１ １．５７４ ０．０９５

文物古迹数量（犡７） 　０．７３５ １．２８９ ０．１３９

　　由表１可知：各项影响因素均

与地名显著相关，犉ＶＩ＜７．５，通过多

重共线性检验．

１．２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文中所用的地名数据包括福州

的市县地名、社区地名及街巷道路

地名．其中，共获得各行政级别与社

区地名３０８０个、街巷道路地名７９０

个，经过数据清洗、重复值删除等预

处理工作后，将地名以百度地图应用程序接口（ＡＰＩ）的地址解析方法获取经纬度．根据福州市各地名命

名来源及其反应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特征，将地名分为自然景观类地名与人文景观类地名两大类．其中，

自然景观类地貌包含地形、水文２种子类，人文景观包含政治军事、经济贸易、建筑工程、园林景观４种

子类．地名统计分类表，如表２所示．可视化至ＡｒｃＧＩＳ平台，地名空间分布图，如图１所示．

表２　地名统计分类表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ｃｅｎａｍｅｓ

维度 类型 数量 主要用字

自
然
景
观

地形 ９４０
山、石、岭、峰、岗、洞、塘、屿、墩、嵩、坡、沙、坑、坞、岩、坂、岛、岱、川、岳、垄、洲、岐、埔、
洋、岛、圳、壁、田、坜、坪

水文 ６１９
湾、浦、池、湖、海、水、河、溪、泉、滨、江、流、源、浔、洲、汤、潭、濑、湘、潮、瀛、濂、汀、汶、
埕、塘、渡、井、澳、說

人
文
景
观

政治军事 ６７６ 关、营、驿、旗、寮、寨、屯、堡、道、官、军、府

经济贸易 １９５ 庄、店、窑、街、路、城、村、巷、坊、社、市、区、兜、铺、场、航、港、仓、货

建筑工程 ３０８ 庭、门、台、楼、宅、屏、桥、塔、庙、堤、院、堂、路、房、井、牌、港、厝

园林景观 ６８５ 园、苑、圃、亭、景

图１　地名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ｃｅｎａｍｅｓ

　　相关影响因素所用的地理信息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地形数据为

ＳＲＴＭＤＥＭ９０ｍ数据，利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提取坡度并计算每个区域的平均高程；降水量数据为中国年

降水量空间插值数据，通过栅格统计计算每个区域内的年 均降水量；路网密度通过统计每个县市内的

道路总长度并计算其与区域面积之比得到．文物古迹数据由百度地图开发平台获得其ＰＯＩ数据并解析

经纬度，矢量化为点数据后，统计每个区域的文物古迹数量．城镇化率、人均ＧＤＰ等社会经济数据主要

来源于《２０１８年福建省统计年鉴》．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最近邻指数　利用最近邻指数（犐ＮＮ）判断各类地名的全局空间分布是否集聚．若犐ＮＮ＝１，则随

机分布；若犐ＮＮ＜１，则集聚分布；若犐ＮＮ＞１，则离散分布．最近邻指数计算式为

犐ＮＮ＝犇ｏ／犇Ｅ， （１）

犇ｏ＝ （∑
狀

犻＝１

犱犻）／狀，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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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Ｅ＝０．５／ 狀／槡 犃． （３）

式（１）～（３）中：犇ｏ为每个要素之间的观测平均距离；犇Ｅ 为随机模式下指定要素的期望平均距离；犱犻为

第犻点与其最近邻点之间的距离；犃为区域面积；狀为地名点数．

１．３．２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的基本原理是利用一个规则移动样方对空间点要素的密度贡献值进

行计算，通过核密度估计法可以分析地名空间分布的相对集中程度，即

犳（狓）＝
３

犿犺２π∑
狀

犻＝０

（狓－狓犻）
２
－（狔－狔犻）

２

犺［ ］２ ． （４）

式（４）中：犳（狓）是二维概率密度的一个核估计值；犺为带宽；犿 为落入以带宽犺为搜索半径内的地名点

数；（狓，狔）指样本中心点的坐标；（狓犻，狔犻）为样本点犻的坐标．式（４）中的带宽由离散程度与分析尺度而

定，距离中心点越近，权重越大，其密度贡献值也越高，与距离衰减规律一致．核密度估计法适用于研究

离散点的密度变化与分布特征，能够显示地名分布的高密度区域．

１．３．３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由王劲峰等
［３０］创建，被广泛应用于区域研究、旅游文化地理［３１３４］等多

类型领域检验单变量的空间异质性或探测两变量之间的关联性．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解释力度用狇值

度量，其表达式为

狇＝１－（∑
犔

犽＝１

犖犽σ
２
犽）／（犖σ

２）． （５）

式（５）中：犽＝１，…，犔代表因变量或影响因子的分层，即分类或分区；犖犽 和σ
２
犽 分别为层犽的单元数和方

差；犖 和σ
２ 分别为研究区整体的单元数和方差．文中使用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方法、交互作用探

测，通过式（５）计算出狇∈［０，１］，可探测出地名分异的影响因子解释力，狇值越大，则对地名形成的解释

表３　交互作用探测表

Ｔａｂ．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

表达式 交互关系

狇（狓，狔）＜Ｍｉｎ（狇（狓），狇（狔）） 非线性减弱

Ｍｉｎ（狇（狓），狇（狔））＜狇（狓，狔）＜Ｍａｘ（狇（狓），狇（狔）） 单因子非线性减弱

狇（狓，狔）＞Ｍａｘ（狇（狓），狇（狔）） 双因子增强

狇（狓，狔）＝狇（狓）＋狇（狔） 独立

狇（狓，狔）＞狇（狓）＋狇（狔） 非线性增强

力度越大．交互作用探测通过对狇值的比

较，判断任意狓，狔两个指标对地名的影响

是否独立，或是共同起作用时是否会增加

或减弱解释力度．交互作用探测表，如表３

所示．由表３可知：共有５种交互作用．

２　地名文化景观空间特征

２．１　地名空间集聚特征

根据最近邻指数计算得出，各类型的地名数据之间的实际最邻近距离小于理论最邻近距离，结果如

表４所示．由表４可知：各类型地名的犐ＮＮ均在［０，１］之间，说明各类型地名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且集聚

表４　最近邻指数分析表

Ｔａｂ．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ｄｅｘ

地名类型 犐ＮＮ 犇ｏ 犇Ｅ 分布类型

地形 ０．５３１ ０．２２８ ０．４２９ 集聚

水文 ０．４９８ ０．２４３ ０．４８７ 集聚

政治军事 ０．６８５ ０．０６１ ０．０８９ 集聚

经济贸易 ０．４７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１ 集聚

建筑工程 ０．５７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７ 集聚

园林景观 ０．６３４ ０．０５５ ０．１０３ 集聚

程度各异；政治军事类的犐ＮＮ值为０．６８５，空间集聚

程度最高，而经济贸易类地名的集聚程度最低，说明

福州历史上的政治类活动相对集中，而经济贸易类

活动范围广泛，流通性较强，分布较为均匀．由计算

结果可知，福州的地名空间分布是非随机的，在自然

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综合作用下，地名产生了一定的

分布规律，各类型的地名均呈现出显著的集聚分布

特征．

２．２　自然景观类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

为进一步探究福州地名的分布特征，对地名进行核密度分析．自然景观类地名核密度分布图，如图

２所示．在自然景观地名中，地形类地名的空间分布相较水文类地名更为广泛，呈现出多核心布局的空

间特征（图２（ａ）），同时，各个集聚区间呈互相连接的趋势．其中，中部的鼓楼、仓山、台江３个辖区为地

形类地名的核心集聚区，东部沿海的罗源、连江、长乐、福清、平潭附近区域有５个散点状的次级集聚区，

而西北地区的闽侯及闽清有２个散点次级集聚区．

水文类地名的核密度空间分布（图２（ｂ））则更为集中，各个集聚区域间无明显的连接趋势，与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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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地名的分布类似，在中部地区呈现出高集聚区，在东南沿海与西北地区共有７个散点状集聚区．

由图２结合自然景观类地名的用字类型可知，自然景观类地名不仅代表人对自然环境的认知和表

达，还可以认知一个地域自然环境．例如，“洋”字在闽南方言中特指田地，十八洋农田的路口命名为“洋

头口”，而“汤”字多表温泉，“汤埕”“汤坑”等地名正是由当地温泉得名．

（ａ）地形类地名　　　　　　　　　　　　　　　　　（ｂ）水文类地名

图２　自然景观类地名核密度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ｐｌａｃｅｎａｍｅｓ

２．３　人文景观类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

人文景观类地名的核密度分布图，如图３所示．图３（ａ）呈现以中部的鼓楼区为核心集聚区，以沿海

的福清、马尾及西部的闽清为次级集聚区的空间分布特征，说明以上地区的政治军事类活动较为频繁．

其中，鼓楼区聚集了历代的都、郡、州、省、府等行政单位．因此，政治军事类地名的核密度值最高，属于政

治职能较强的政治功能分区．

（ａ）政治军事类地名　　　　　　　　　　　　　　（ｂ）经济贸易类地名

（ｃ）建筑工程类地名　　　　　　　　　　　　　　（ｄ）园林景观类地名

图３　人文景观类地名核密度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ｐｌａｃｅｎａｍｅｓ

由图３（ｂ）可知：因三坊七巷、上下杭等著名街市的存在，中部地区呈现出集聚的空间特征，说明中

部地区也是福州市内经济活动频率最高的区域；而沿海的长乐、福清等县市的核密度值则明显要高于西

部的闽清、闽侯等县市，说明沿海地区的经贸交易更为频繁，经济贸易功能更为成熟，因此，利用各类贸

易场所命名的地名也更为密集，如东澳村的地名即来源于东澳渔港．

由图３（ｃ）可知：建筑工程类地名在人文景观类地名中分布最广泛，除中部地区为密度高值区外，东

部沿海及西北部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集聚，这也说明各地区的居民对于将建筑工程转化为地名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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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高．其中，建筑工程类地名中部分受到古代军事防御建筑的影响，许多城防建筑仍作为聚落名延用

至今，如“东门”“水部”“城门”等社区地名．还有部分建筑工程类地名则因村落聚族而居，形成了以姓氏、

郡望冠名的“沈厝”“陈厝”“吴厝顶”等地名，是福州历史上业缘关系与宗族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由图３（ｄ）可知：园林景观类地名以中部地区为核心集聚区域，在闽清、福清及平潭呈现出小规模的

集聚，用字多数为“园”“苑”“景”“亭”等，体现了公园、纪念园等建筑向园林景观类地名的转化．

人文景观类地名空间分异特征不仅能反映福州市的文化功能分区，由图３结合人文景观类地名的

用字类型还能识别福州在不同历史时期纷繁的生产、贸易、军事等社会活动．以政治军事类地名为例，中

部地区作为行政中心，五代十国、明清时期都有军队驻扎于此，“南营巷”“打钱营”“军门前”“旗汛口”等

地名均由兵营直接转化而来．而福建东南沿海作为军事要地，历遭倭寇、日军等外敌侵扰，境内仍存“烽

火台”“透堡”等带有鲜明的军事文化色彩的政治军事类地名．综上所述，各类型地名的空间分异受到地

理环境、发展历史、经济基础等不同要素的影响，区域之间密度空间分布差异较大，主要表现为“中部地

区高、外围地区相对较低”的空间格局特征．

３　地名空间分异影响因素

为探究各项影响因素对地名的空间异质性及共同约束作用，将表１中的７项影响因素作为地理探

测因子，以地名核密度作为自变量，利用地理探测器进行单因子探测与双因子交互探测．单因子探测的

图４　单因子探测的狇值雷达图

Ｆｉｇ．４　狇ｖａｌｕｅｒａｄａｒｃｈａｒｔ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狇值雷达图，如图４所示．

从单因子探测结果的显著程度看，以自然景观类地名

为因变量的探测结果仅有人均ＧＤＰ、文物古迹数量２项指

标通过了狆＜０．０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人文景观类地名

的探测结果则与坡度、年均降水量、城镇化率、人均ＧＤＰ及

文物古迹数量５项影响因素呈显著相关，除路网密度外的

其余影响因素均通过了狆＜０．０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单

因子的解释狇值看（图４），文物古迹数量与人均ＧＤＰ对福

州辖区内文化地名的空间异质性的解释能力最高，解释力

度均值分别可达２２．５％与１５．５％，明显高于其他因子的解

释能力，属于地名分异的核心影响因素．其余因子对地名的

空间分异的影响按人口密度、城镇化率、年均降水量、坡度、

路网密度的顺序依次降低，解释力度均值仅在２．１％～８．６％之间，属于地名分异的次级影响因素．

在实际中，地名往往受到不同维度下多种影响因素之间的综合约束作用，因此，将各项影响因素进

行两两交互探测．影响因素地理探测结果，如表５所示．表５中：ａ代表双因子增强；ｂ代表非线性增强．

表５　影响因素地理探测结果

Ｔａｂ．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影响因素交互 自然地名 人文地名 影响因素交互 自然地名 人文地名

犡１∩犡２ ０．１３８ｂ ０．１９３ｂ 犡３∩犡４ ０．１６６ｂ ０．１９６ａ

犡１∩犡３ ０．０９５ａ ０．１４７ａ 犡３∩犡５ ０．１３１ｂ ０．１６４ｂ

犡１∩犡４ ０．１７４ｂ ０．１９３ｂ 犡３∩犡６ ０．２２１ａ ０．２３６ａ

犡１∩犡５ ０．０６４ｂ ０．１０７ｂ 犡３∩犡７ ０．３７７ｂ ０．２７６ａ

犡１∩犡６ ０．２４２ｂ ０．２６９ｂ 犡４∩犡５ ０．１４４ｂ ０．１７９ｂ

犡１∩犡７ ０．３８９ｂ ０．３６４ｂ 犡４∩犡６ ０．２８５ｂ ０．３５３ｂ

犡２∩犡３ ０．１３５ｂ ０．２１０ａ 犡４∩犡７ ０．３６９ｂ ０．３１７ｂ

犡２∩犡４ ０．１８５ｂ ０．２０４ａ 犡５∩犡６ ０．２３８ｂ ０．２４３ｂ

犡２∩犡５ ０．０９１ｂ ０．２０５ｂ 犡５∩犡７ ０．３８５ｂ ０．２８８ｂ

犡２∩犡６ ０．２７１ｂ ０．３４６ｂ 犡６∩犡７ ０．５０１ｂ ０．４０３ｂ

犡２∩犡７ ０．４７２ｂ ０．３６４ｂ

　　多因子间的两两交互证明了双因子的交互对地名空间分异的影响均显著高于单因子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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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力度明显增强，增强作用表现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其中，非线性增强作用比双因子增强显

著，同时，也表明各影响因素间不存在独立因素．在交互结果中，人均ＧＤＰ与文物古迹数量之间的交互

作用对各类型地名空间分异的解释能力最强，对自然景观类地名与人文景观类地名的解释力度分别可

达５０．１％，４０．３％；其次是年均降水量与文物古迹数量的交互，解释力度分别为４７．２％与３６．４％．

４　结论

以福建省福州市为研究区域，将福州市的社区、街巷、道路等地名按其反映出的自然与人文特征进

行分类统计，利用ＧＩＳ空间分析方法探究地名的集聚程度及空间分布特征．采用熵值法对地名成因指

标体系进行客观赋权，借助地理探测器，定量分析地名形成与变化的具体成因，得到以下３点结论．

１）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类地名空间分布的集聚程度各异，说明福州历史上的政治军事类活动相对

集中，而经济贸易类活动范围较为广泛．各类型地名的密度分布均形成了“中部高、外围低”的区域集聚

分化特征，体现出中部地区在行政、经济、工业等方面较强的城市职能．

２）各影响因素对地名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度具有显著差异．对地名空间分异的综合解释力度从高到

底排序依次为文物古迹数量、人均ＧＤＰ、人口密度、城镇化率、年均降水量、坡度与路网密度．

３）地名空间分异受到来自影响因素之间的综合约束作用，双因子的交互探测作用均为增强，而文

物古迹数量与人均ＧＤＰ的双因子交互占据主导约束作用，对自然景观类地名的解释力度可达５０．１％．

综上可知，地名不仅是管理城市空间的物质代码，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由地名

的集聚特征可知，地名的形成并非随机，其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通过地名的空间分析与用字

类型的结合分析可知，地名不仅记录了区域自然环境特点，也能够反映区域文化色彩与军事地理意义，

体现人对自然环境与社会活动的认知和表达．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尤其应当注重地方地名文化保

护，防止有历史意义和文化底蕴的老地名的变迁与消亡，延续地名文脉，体现地域特色．文中虽然利用

ＧＩＳ技术与地理探测器的统计模型对地名进行了空间表达与定量分析，但要深入挖掘地名中蕴含的人

地演变关系与历史变迁信息，则需要长时间序列的面板数据与更细化的指标选取，如历史典籍、文献等

因素，并融合历史学、文化学、地理学、规划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受限于面板数据的难以获取及当

地历史典籍、文献等因素等影响因素的难以定量，对地名文化的形成机制探究仍需不断更新、深入．

参考文献：

［１］　王际桐．地名学概论［Ｍ］．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　王法辉，王冠雄，李小娟．广西壮语地名分布与演化的ＧＩＳ分析［Ｊ］．地理研究，２０１３，３２（３）：４８７４９６．

［３］　王彬，黄秀莲，司徒尚纪．广东地名语言文化空间结构及景观特征分析［Ｊ］．人文地理，２０１２，２７（１）：３９４４．ＤＯＩ：１０．

１３９５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２３９８．２０１２．０１．００９．

［４］　陈晨，修春亮，陈伟，等．基于 ＧＩＳ的北京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Ｊ］．地理科学，２０１４，３４（４）：４２０

４２９．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４９／ｊ．ｃｎｋｉ．ｓｇｓ．２０１４．０４．４２０．

［５］　张生瑞，王英杰，张桐艳，等．基于跨省界自然地理实体地名空间格局的行政管理优化［Ｊ］．地理学报，２０１９，７４（４）：

７９７８１３．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２１／ｄｌｘｂ２０１９０４０１３．

［６］　王彬，司徒尚纪，朱．广州市南沙区地名文化研究［Ｊ］．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８（４）：２０２４．ＤＯＩ：

１０．１９３６６／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９０５５ｘ．２００６．０４．００５．

［７］　李巍，杨斌．藏族村落地名的空间格局、生成机制与保护策略：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为例［Ｊ］．地理研究，２０１９，

３８（４）：７８４７９３．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２１／ｄｌｙｊ０２０１８０４６５．

［８］　王洪波，杨冉冉．基于ＧＩＳ的保定乡村地名文化景观分析［Ｊ］．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８，３２（１１）：９９１０５．ＤＯＩ：１０．

１３４４８／ｊ．ｃｎｋｉ．ｊａｌｒｅ．２０１８．３４０．

［９］　李建华，米文宝，冯翠月，等．基于ＧＩＳ的宁夏中卫县地名文化景观分析［Ｊ］．人文地理，２０１１，２６（１）：１００１０４．ＤＯＩ：

１０．１３９５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２３９８．２０１１．０１．０２７．

［１０］　胡鹤年，张力仁．陕西政区地名文化景观研究［Ｊ］．地域研究与开发，２０１３，３２（１）：１７０１７４．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３２３６３．２０１３．０１．０３３．

［１１］　ＡＺＡＲＹＡＨＵＭ．Ｒａｂｉｎ′ｓｒｏａ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ｔｏｐｏｎｙｍｉｃｃｏｍｍｅｍ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ＹｉｔｚｈａｋＲａｂｉｎｉｎＩｓｒａｅｌ［Ｊ］．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５０２第２期　　　　　　　　　　　涂平，等：福州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２，３１（２）：７３８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ｐｏｌｇｅｏ．２０１１．１０．００６．

［１２］　冯婧，杨青山，刘鉴，等．１８００－１９４５年长春市街道命名的文化政治阐释：基于葛兰西霸权理论的视角［Ｊ］．人文地

理，２０１９，３４（４）：４０４６．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５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２３９８．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５．

［１３］　杨晓俊，陈朋艳，朱凯凯，等．符号权利下的城市街巷地名空间特征研究：以西安市为例［Ｊ］．世界地理研究，２０１８，

２７（３）：１５６１６３．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９４７９．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５．

［１４］　刘博，朱．批判视角下广州地铁站命名与更名研究［Ｊ］．地理科学，２０１４，３４（９）：１１３９１１４４．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４９／ｊ．

ｃｎｋｉ．ｓｇｓ．２０１４．０９．０１４．

［１５］　刘玄宇，张争胜，牛姝雅．批判视角下黄岩岛地名演变与权力关系分析［Ｊ］．人文地理，２０１７，３２（４）：１１５１２０．ＤＯＩ：

１０．１３９５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２３９８．２０１７．０４．０１６．

［１６］　纪小美，陶卓民，李涛，等．近代以来福州城市地名空间政治变迁研究［Ｊ］．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１５，２２（１１）：１０１１０８．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３８６２．２０１５．１１．０１６．

［１７］　翁毅，朱．城市演进角度下的“涉水”地名文化景观：以福州滨江城区台江区为例［Ｊ］．热带地理，２０１２，３２（２）：

１４１１４６，１７２．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８４／ｊ．ｃｎｋｉ．ｒｄｄｌ．００１５９１．

［１８］　冯嗣禹，杨翠霞，曹福存，等．多民族融合区的乡村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以辽宁省朝阳市为例［Ｊ］．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９，５５（５）：１２９１３４．ＤＯＩ：１０．１６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ｎｗｎｕｚ．２０１９．０５．０２１．

［１９］　孙百生，郭翠恩，杨依天，等．基于 ＧＩＳ的承德乡村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Ｊ］．地理科学，２０１７，３７（２）：２４４

２５１．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４９／ｊ．ｃｎｋｉ．ｓｇｓ．２０１７．０２．０１０．

［２０］　赵静，张争胜，陈冠琦，等．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南海诸岛地名文化［Ｊ］．热带地理，２０１６，３６（６）：１０４５１０５６．ＤＯＩ：

１０．１３２８４／ｊ．ｃｎｋｉ．ｒｄｄｌ．００２９０７．

［２１］　朱，周军，王彬．城市演进视角下的地名文化景观：以广州市荔湾区为例［Ｊ］．地理研究，２００９，２８（３）：８２９８３７．

［２２］　宋晓英，李文娟，傅学庆，等．基于 ＧＩＳ的蔚县地名文化景观分析［Ｊ］．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５，２９（１２）：６３６８．

ＤＯＩ：１０．１３４４８／ｊ．ｃｎｋｉ．ｊａｌｒｅ．２０１５．４０１．

［２３］　王彬，岳辉．ＧＩＳ支持的广东地名景观ＥＯＦ模型分析［Ｊ］．地理科学，２００７，２７（２）：２８１２８８．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４９／ｊ．ｃｎｋｉ．

ｓｇｓ．２００７．０２．２８１．

［２４］　王彬，司徒尚纪．基于ＧＩＳ的广东地名景观分析［Ｊ］．地理研究，２００７，２６（２）：２３８２４８．

［２５］　林琳，钟志平，张洋，等．增城文化交汇区地名文化景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Ｊ］．城市问题，２０１８（１０）：８５９４．ＤＯＩ：

１０．１３２３９／ｊ．ｂｊｓｓｈｋｘｙ．ｃｓｗｔ．１８１０１１．

［２６］　王彬，黄秀莲，司徒尚纪．广东政区地名文化景观研究［Ｊ］．热带地理，２０１１，３１（５）：５０７５１３．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１５２２１．２０１１．０５．０１２．

［２７］　张超亚，张小林，李红波．城市演进视角下的城市道路地名演变研究：以南京市为例［Ｊ］．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２０１５（４）：８３８８．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０５０４．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７．

［２８］　陈优良，连伟海，卞焕．客家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Ｊ］．测绘科学，２０１９，４４（３）：７０７７．ＤＯＩ：１０．

１６２５１／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９２３０７．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２．

［２９］　纪小美，崔会芳，陶卓民．社会记忆视角下的南京城市街巷地名变迁［Ｊ］．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９，３８（１１）：１６９２１７００．

ＤＯＩ：１０．１８３０６／ｄｌｋｘｊｚ．２０１９．１１．００５．

［３０］　王劲峰，徐成东．地理探测器：原理与展望［Ｊ］．地理学报，２０１７，７２（１）：１１６１３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２１／ｄｌｘｂ２０１７０１０１０．

［３１］　梁巧霞，黄杰，谢霞，等．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天山北坡旅游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Ｊ］．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８，５４（６）：８２８８．ＤＯＩ：１０．１６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ｎｗｎｕｚ．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５．

［３２］　赵多平，曹兰州．宁夏入境旅游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Ｊ］．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９，５５（２）：

１２７１３４．ＤＯＩ：１０．１６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ｎｗｎｕｚ．２０１９．０２．０２１．

［３３］　傅$

，伍世代，汪星，等．福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２０２０，３６（６）：１１０１２１．ＤＯＩ：１０．１２０４６／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２７７．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４．

［３４］　杨茜茜，伍世代．福建省特色小镇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９，３５

（４）：１１０１１６．ＤＯＩ：１０．１２０４６／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２７７．２０１９．０４．０１６．

［３５］　文琦，施琳娜，马彩虹，等．黄土高原村域多维贫困空间异质性研究：以宁夏彭阳县为例［Ｊ］．地理学报，２０１８，７３

（１０）：１８５０１８６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２１／ｄｌｘｂ２０１８１０００３．

（责任编辑：黄晓楠　　英文审校：方德平）

６０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１年




